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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镇化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演变及驱动因素

甄　 翌∗，麻学锋，李志龙
湖南工商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长沙　 ４１０２０５

摘要：研究沿用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反映旅游城镇化地区所承受的生态压力，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构建足迹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

模型，并通过构建驱动指数模型，比较各驱动因素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变化的贡献。 以张家界为案例地，研究旅游城镇化各阶

段足迹演变及驱动规律。 研究结果显示：（１）旅游城镇化地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总体上呈现出平缓增

长的动态变化，发展能力具有不稳定性。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不能抑制足迹的增长。 在不控制生产总量的情况下，资源生

产效率的提高会带来更多的不可转移足迹。 （２）各因素对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影响的弹性系数由大到小分别为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市建设用地、第一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
产业内部结构会影响产业增加值对人均不可转移足迹的弹性系数。 （３）旅游城镇化初级阶段，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最主要

的驱动因素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旅游城镇化高级阶段，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最主要的驱动

因素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一产业增加值。 建议如下：在旅游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控
制旅游规模，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效率， 改变高能耗结构，培养居民、旅游者生态意识；在旅游城镇发展的高级阶段，调
整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二产业效率，培育以旅游引导的技术密集型业态，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和质量，通过贸易

实现生物生产性足迹输出，有效控制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增长， 显著提高旅游城镇化地区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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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的快速推进，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困扰着城镇化的建设。 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走中国特

色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而旅游城镇化具有高起点、跨越式发展的特点，是新型城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 旅游城

镇化概念最早由 Ｍｕｌｌｉｎｓ 提出，是以旅游的发展带动人口、资本和物质等生产力要素向旅游依托地区积聚和扩

散，进而带动经济重组和社会空间变化的过程。 它包括使城市规模扩大和使城市质量提高两方面内容［１］。
虽然这种城镇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小于工业城镇化、商贸与物流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但旅游城

镇化地区大部分是相对贫困地区，长期闭塞，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态环境脆弱，因此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地区

生态环境的变化更需引起关注。
生态足迹概念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 Ｒｅｅｓ［２］ 于 １９９２ 年提出，随后其学生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３］ １９９６ 年对生态

足迹分析方法进行了完善。 作为定量测度区域发展可持续性的有效方法，生态足迹被国内外学者广泛运用于

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中。 ２０１５ 年世界自然基金会（Ｗｏｒｌｄ Ｗｉｌｄ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ｅ）发布的《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生

态足迹影响分析》报告显示，城镇化是影响生态足迹的主因，中国人均生态足迹将在 ２０２９ 年达到峰值［４］。 部

分学者从不同区域尺度对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响应关系和影响因素［５⁃１８］展开了研究。 这些研究表明：生态足

迹与能源消费、城镇化率、贸易开放、工业发展和政策稳定性之间有协整关系，其主要驱动因素在于社会层面

的高质量城市化发展与经济产业结构调整［１４］。 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抑制生态足迹的增

长，人口和经济对生态足迹有显著的直接与溢出效应［１９］。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态足迹总体上呈现“倒 Ｕ
型”变化趋势［２０］，区域生态环境随城市化进程存在从指数衰退到改善的耦合规律［２１］。 由于城镇化发展模式、
资源禀赋、社会发展水平、区位等差异以及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前人的研究结论是否完全适用于生态脆弱的旅

游城镇化地区？ 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是否有其独特性？ 为解决这些问题，本
研究选取张家界作为案例地进行研究。 张家界作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其城市化与旅游发展在时间序列上基本

同步，旅游城镇职能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到不断强化的过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普适性。 本研究在分

析张家界不可转移生态足迹［２２］动态变化趋势的基础上，利用偏最小二乘（ＰＬＳ）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旅游城镇

化进程中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影响因素和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力演变规律，一方面可以判断旅游城镇化

建设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可以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层面，分析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实现自

然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城镇化地区的健康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１　 研究地区和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域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北纬 ２８°５２—２９°４８′、东经 １０９°４０′—１１１°２０′，总面积 ９５１６ 平方公里。

９０９７　 ２１ 期 　 　 　 甄翌　 等：旅游城镇化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演变及驱动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境内以山地地貌为主，山地面积占总面积的 ７６％，１９８８ 年 ５ 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为地级市，初名大庸市，后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更名为张家界市，辖永定、武陵源两区和桑植、慈利两县。 以武陵源风景区为核心，截止到 ２０１７ 年全市

已建成国家级旅游区（点）２１ 处，其中 ５Ａ 级 ２ 处，４Ａ 级 ９ 处，３Ａ 级 １０ 处；对外旅游交通发达，基础接待服务

设施完善。 张家界立市之初，非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 ９．０３％，武陵源景区列入世界自然遗产以后，随着旅游

业的发展，大量农业人口逐渐向旅游业及以旅游为核心的第三产业转变，农村人口开始向城镇聚集。 游客数

量和城镇常住人口的大幅增长，推动了张家界旅游城镇化进程，城镇居民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逐渐增大，２０１７
年张家界市城镇化率已达到 ４８．０２％。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模型

生态足迹的账户模型框架是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于 １９９６ 年建立的，主要用来计算在一定人口和经济规模条件

下，维持资源消费和废弃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产土地面积。 生态足迹的计算基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一是

人类可以确定自身消费的绝大多数资源及其所产生的废弃物的数量；二是这些资源和废弃物能转换成相应的

生物生产性土地。 生态足迹按照土地类型可分为耕地足迹、林地足迹、草地足迹、水域足迹、建设用地足迹以

及化石能源地足迹等六种生态足迹。 国内外学者对生态足迹分析方法进行了积极的改进和完善，其中采用能

值生态足迹法研究是一大亮点，以能值为基础计算的各种参数相对于产量而言更加稳定，但由于方法及核算

体系有较大变动，其计算结果与原生态足迹分析法计算结果差异较大，评价结果与现实生态系统压力状况会

产生偏差［２３］。 因此本文继续采用了 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构建的生态足迹模型分析方法。
生态足迹可以区分为消费性生态足迹和生产性生态足迹［２４］，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构建的生态足迹分析方法采用

消费量作为生态足迹来衡量人类活动对全球生态系统的影响。 就全球生态系统而言，全球是自给自足的封闭

系统［２４］，生产量和消费量基本处于均衡状态。 但对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地区来说，经济发展相对较为落后，
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往往依靠出卖资源以求得发展，所以研究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的压力时，不但要考虑

地区可以通过贸易向生态腹地转移生态负担，更需要考虑来自域外的生态压力。 由于旅游城镇化地区商品生

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脱离，本文沿用了笔者提出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概念［２２］并对其内涵加以延伸，以期真实

地反映旅游城镇化地区所承受的环境压力。
原有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和可转移生态足迹定义如下：城镇化地区的开放性导致部分消费生态足迹可以

通过贸易达到环境压力转嫁的目的，这部分转嫁的生态足迹我们将其称为转移生态足迹，转移生态足迹对本

地环境没有产生压力。 真正对当地环境产生压力的是没有通过贸易转移，必须由本区域承受的生态足迹，我
们称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２２］。 原有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定义从消费性生态足迹出发，作为区域环境压力的评

价指标，采用生产性生态足迹不涉及贸易平衡表，比消费性生态足迹更简单直观。 我们进一步认为：旅游城镇

化区域每年从生态系统中取得的生产量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面积即旅游城镇化地区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用生产性账户取代消费性账户，即生产性生物资源账户取代消费性生物资源账户，生产性

碳足迹账户取代消费性碳足迹账户。 按照生态足迹的账户类型，将旅游城镇化地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分为生

产性生物资源足迹、生产性碳足迹以及建设用地足迹，污染消纳账户已包含在碳足迹和建设用地足迹账户里，
故不再单独计算。 利用旅游城镇化区域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所得差值即为不可转移生

态赤字（盈余），从而评估旅游城镇化地区发展状况。
旅游城镇化地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计算公式如下：

ＥＦｎ ＝ ∑ Ｃ ｉ

Ｐ ｉ

＝ （Ｍ ＋ ｎ） × ∑ ａａｉ （１）

式中，ＥＦｎ为总不可转移生态足迹，Ｃ ｉ为第 ｉ 种商品的年生产量，Ｐ ｉ为第 ｉ 种商品的平均生产能力，ａａｉ为人均第

ｉ 种商品折算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 Ｍ 为旅游城镇常住居民数，ｎ 为日平均接待游客数量， ｎ ＝ （年旅游人

次×旅游者平均滞留天数） ／ ３６５。 旅游地旅游人数众多，相对于当地常住人口而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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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文中，以旅游地调整人口数代替当地常住人口规模，从而更加客观的反映旅游城镇化特征。
１．２．２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发展能力模型

对给定系统组分的生态经济系统来说，多样性指数是指在一个规定的区域内， 满足各种生产量土地类型

的均衡程度，指数越高意味着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足迹的分配越接近平等。 本研究对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

多样性指数依据 Ｓｈａｎｎｏｎ⁃Ｗｅａｖｅｒ 公式计算，发展能力指数采用 Ｕｌａｎｏｗｉｃｚ 公式计算。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多样

性指数越大的地区， 生产结构越合理。 从发展能力指数公式可以看出，提高生态经济发展能力可以通过提高

生态足迹和多样性指数来实现。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发展能力计算公式如下：

Ｈ ＝－ ∑（Ｐ ｉ × ｌｎ Ｐ ｉ） （２）

Ｃ ＝ ｅｆ × Ｈ ＝ ｅｆ × － ∑（ｐ ｊ × ｌｎ ｐ ｊ）[ ] （３）

式中，Ｈ 为生态足迹的多样性指数，Ｃ 为发展能力，Ｐ ｉ为 ｉ 类土地的生态足迹占总足迹的值，ｅｆ 为人均生态

足迹。
１．２．３　 驱动因素回归模型

（１）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

由 Ｅｈｒｌｉｃｈ 等提出的 ＩＰＡＴ 模型［２５］作为经典的环境压力评价模型，为生态环境影响因素研究提供了分析

框架。 ＩＰＡＴ 模型表明影响环境的三个直接因素是人口、人均财富量和技术水平。 Ｙｏｒｋ 等 ２００３ 年将该模型改

进成可拓展非线性随机回归模型———称为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２６］，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允许对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科

技水平等影响因素进行分解，指数的引入使得该模型可用于分析人文因素对环境的非比例影响，从而使该环

境压力模型能够更科学地研究人文驱动因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响应关系。 ＳＴＩＲＰＡＴ 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

如示：

Ｉ ＝ ａ Ｈｂ ＡＣ Ｔｄｅ （４）

式中， Ｉ 表征环境压力， ａ 为常数项，Ｈ 为人口规模，Ａ 为富裕程度，Ｔ 为科技水平。 ｂ、ｃ、ｄ 分别为人口规模、富
裕程度、科技水平的指数，ｅ 是随机扰动项。 对上式两边取对数，得到公式 ３，线性方程的回归系数反映的即是

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弹性关系。

ｌｎ Ｉ( ) ＝ ｌｎ ａ( ) ＋ ｂｌｎ Ｈ( ) ＋ ｃｌｎ Ａ( ) ＋ ｄｌｎ Ｔ( ) ＋ ｌｎ （ｅ） （５）

（２）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的选取

旅游城镇化是一个动态复杂的发展过程，涉及旅游城镇经济、人口、社会和空间四个方面的集聚、扩散与

转向。 人口方面表现为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城镇常住人口增长。 经济城镇化表现为第三产业从引导产业

转向主导产业，能源利用效率提高。 社会城镇化方面表现为原农业人口生活方式的城镇化改变，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 空间城镇化表现为土地非农化过程，原农业居民居住方式由乡村分散到城镇聚集方式的转变，城
市建设用地增加。 旅游城镇化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引起地区生态足迹规模与功能结构发生改变。 参考

众多学者对生态足迹驱动因素的研究成果：人口因素、经济因素以及技术因素均对生态足迹具有显著影

响［５⁃９，１２⁃１３］；生态足迹与城镇化进程密切相关［１０⁃１１，１４，２０］；促进生态增长的直接效应主要有人口规模、社会富裕

程度、城镇化率［１９］，依据旅游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相互作用的机理［２７⁃２８］，我们把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足迹的

驱动因素分为人口因素、经济结构、居民消费、旅游开发、资源和土地利用五个方面，并通过对相关研究文献的

检索与统计，参考指标出现频度的高低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选择科学的表征指标，据此建立扩展的 ＳＴＩＲＰＡＴ
对数模型。
ｌｎ ｅｆ( ) ＝ ｌｎ （ａ） ＋ β１ ｌｎ ｕｒｔ( ) ＋ β２ ｌｎ ｐｉａｖ( ) ＋ β３ ｌｎ ｓｉａｖ( ) ＋ β４ ｌｎ ｄｉｒ( ) ＋ β５ ｌｎ ｔｐｄ( ) ＋ β６ ｌｎ （ｔｉａｖ） ＋ β７ ｌｎ ｒｐ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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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８ ｌｎ ｕｃｌ( ) ＋ ｌｎ （ｅ） （６）
式中：ｅｆ 指人均生态足迹；ｕｒｔ 指城镇化率；ｐｉａｖ 指第一产业增加值；ｓｉａｖ 指第二产业增加值；ｄｉｒ 指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ｔｐｄ 指旅游人口密度；ｔｉａｖ 第三产业增加值； ｒｐｅ 指资源生产效率；ｕｃｌ 指城市建设用地，ａ 为常

数项，ｅ 为随机扰动项。
本研究采用人口城镇化率来表征人口因素。 经济结构反映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状况，采用了第

一、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作为生态足迹的驱动因素。 旅游因素选取了旅游人口密度来表征，即日平均接待游

客量与旅游城镇总人口的比值。 资源利用效率和空间因素分别用资源生产效率和城市建设用地来表征。 资

源生产效率用单位生态足迹创造的财富表示，即人均 ＧＤＰ 与人均生态足迹的比值。
（３）偏最小二乘回归

社会经济系统中各驱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采用最小二乘法将导致出现不合理的回归模型。 与传统多元

线性回归模型相比较而言，偏最小二乘回归最大的优点在于能够在自变量存在多重相关性的条件下科学建

模，且偏最小二乘回归在解决小样本多变量的回归中有其他回归方法无法企及的优势。 为了消除 ＳＴＩＲＰＡＴ
中各影响因素间变量多重共线性和样本量小等实际问题，本文采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法对 ＳＴＩＲＰＡＴ 对数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ＰＬＳ 结合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典型相关分析以及主成分分析这三种分析方法的优点。
既拥有了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的功能，又克服了主成分与因变量关系不够密切的缺点，在有效消除自变

量之间多重共线性的同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自变量和因变量数据中的信息，确保数据结构的简化和图形

功能的强大，并能对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给予更多更深入的实际解释。
１．２．３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指数模型

诺瑟姆对美国、英国等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总结出伴随

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轨迹为一条稍被拉平的 Ｓ 形曲线，
这个 Ｓ 形曲线被分为三部分，分别代表工业化初期、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相应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也分为

三个时期初期阶段（城镇化率≤３０）、加速阶段（３０＜城镇化率≤７０）和稳定阶段（城镇化率＞７０） ［２９］。
为了比较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各影响因素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贡献大小，我们提出驱动力指数概念，

将其定义为表征城镇化进程中，生态足迹主要驱动因素对生态足迹变化的贡献率。 驱动力指数越大，说明此

因素对生态足迹的作用越大。 根据回归方程的经济学意义，驱动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ｃｅｉ ＝ ｋｉ × βｉ （７）

式中，ｃｅｉ表示第 ｉ 个影响因素的驱动指数，ｋｉ表示第 ｉ 个影响因素的年平均变化率，βｉ表示回归方程中第 ｉ 个影

响因素的弹性系数。
１．３　 数据来源

生物资源产量、建设用地、旅游人数、旅游收入、第一产业产值、工业产值、建设用地面积等主要数据来源

于张家界统计年鉴。 能源生产量来源于张家界统计局调查数据。 利用变量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建立回归方程，
采用回归插补法插补缺失数据；产品平均产量采用谢鸿宇计算的中国主要农产品全球平均产量的计算数

值［３０］。 采用刘某承根据全国不同生态系统 ＮＰＰ 测算出的中国产量因子［３１］和均衡因子［３２］。 耕地、林地、畜牧

地、水域的产量因子分别为 １．７４， ０．８６， ０．５１，０．７４，建设用地产量因子等同于耕地。 均衡因子耕地和建筑用地

为 １．７１，林地和能源用地为 １．４１，畜牧地为 ０．４４，渔业水域为 ０．３５。 产业产值、旅游收入均以 ２０００ 年为基期，
利用张家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处理。 依据张家界

统计年鉴所得数据，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核算所选取的生产项目见表 １。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

２．１．１　 土地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张家界六类土地人均生态足迹见表 ２，可以看出张家界对生物资源的消耗已趋于稳定，而对能源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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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上升。 各类土地的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趋势见图 １。 张家界粮食产量、烤烟产量、棉花产量、油料产量和蔬

菜产量等产品产量相对稳定，耕地生态足迹很大程度归功于张家界生猪产量对耕地的需求，由于城镇总人口

的增多，所以耕地人均生态足迹基本上逐年下降，从 ２０００ 年 １．４２８３ ｈｍ２ ／人减少到 ２０１７ 年 １．１４５２ ｈｍ２ ／人，下
降了 １９．８２％ ｈｍ２ ／人，年平均增长率为－１．２３％；木材、竹材的采伐量持续下降，林地人均生态足迹从 ２０００ 年

０．０７４ ｈｍ２ ／人下降到 ２０１７ 年 ０．０４９３ ｈｍ２ ／人，下降了 ３３．３８％，年平均增长率为－０．３６％，这在一定侧面上反映

了张家界对森林保护的重视；草地人均生态足迹基本维持在 ０．０７７ｈｍ２，年平均增长率为－０．１５％，张家界畜牧

业产量相对稳定，草地的消耗主要由畜牧业产生；水产品产量上升较快，水域人均生态足迹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０５２９ ｈｍ２ ／人上升到 ２０１７ 年 ０．０９４９ ｈｍ２ ／人，上升了 ７９．３９％，年平均增长率为 ２．４７％。 化石能源用地增长速

度较快，并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２７６５ ｈｍ２ ／人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７６３４ ｈｍ２ ／人，增长了 １７６．０９％，
年平均增长率为 ６．２６％，在总生态足迹中所占比例也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２７．９３％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５３．４６％，说明对化

石能源的需求增长是张家界市生态环境压力增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与张家界市居民、旅游者能源消费水平

的提高及第二产业产值的上升密切相关。 由于城镇的开发建设，建设用地人均生态足迹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０．００３４
ｈｍ２ ／人提高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０．００４２ ｈｍ２ ／人，增长了 ２３．５２％，年增长率达到 １．３％。

表 １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核算所选取的消费项目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ｔｅｍ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土地类型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生产项目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耕地 Ａｒａｂｌｅ ｌａｎｄ 粮食、猪肉、烤烟、棉花、油料、蔬菜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水果、苎麻、茶叶、松脂、板栗、棕片、竹笋、木材、竹材

草地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 牛肉、羊肉、禽蛋、奶类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水产品

化石能源地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ｌａｎｄ 原煤、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柴油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电力、建成地

图 １　 林地、草地、水域、耕地和化石能源地人均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Ｆｉｇ．１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ｆｏｓｓｉ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ｏｕｒｃｅｓ

２．１．２　 张家界人均生态足迹和生态赤字变化趋势

化石能源地生态足迹归于林地，建筑用地生态足迹归于耕地，张家界市各类土地不可转移生态赤字如图

２ 所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林地一直处于生态盈余状态，而耕地、水域和草地处于生态赤字状态，其中耕地贡献的

生态赤字最大。 虽然生物生产生态足迹呈现下降趋势（图 ３），但张家界地处武陵山地，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

化严重，耕地生态赤字对于张家界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高胁迫性。
张家界 ２００８ 年不可转移生态足迹下降幅度较大，这与 ２００８ 年的特大冰雪灾害影响当地生产总值有关

系，这说明了旅游业对外部市场具有高度依赖性，外部市场变化，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总量也相应的产生响应。
图 ３ 显示，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人均生态足迹从 １．９１２１ ｈｍ２增长到 ２．１０９９ ｈｍ２，增长率为 １０．３４％，年平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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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为 ０．６０％，人均生态赤字从 １．１６２３ ｈｍ２增长到 １．５６７８ ｈｍ２，增长率为 ３４．８９％，年平均增长率为 ３．７９％。 总生

态足迹增长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１５７９５８８．８２ ｈｍ２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的 ３１５１０１３．３５ ｈｍ２，增长率为 ３４．８９％，年均涨幅为

２．５４％。 生态赤字从 １８５４６１７．８０６ ｈｍ２增长到 ３４５９３７８．５１８ ｈｍ２，增长率为 ８６．５２％，年均涨幅为 １．８２％。 人均生

态赤字和总生态赤字呈现出不断增大的趋势，张家界在旅游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环境压力，
张家界产出总体上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水平逐年上升。

表 ２　 张家界六类土地的人均生态足迹（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ｈｍ２ ／ 人）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ｏｆ ｓｉｘ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份
Ｙｅａｒ

生物资源账户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

耕地
Ｌａｎｄ

林地
ｗｏｏｄｌａｎｄ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ｓ

总计
Ｔｏｔａｌ

碳足迹账户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

建设用地账户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ｃｃｏｕｎｔ

总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０００ １．４２８３ ０．０７４ ０．０７７ ０．０５２９ １．６３２２ ０．２７６５ ０．００３４ １．９１２１
２００１ １．４１４２ ０．０７２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４１ １．６２２５ ０．３２０２ ０．００３５ １．９４６２
２００２ １．３８３９ ０．０７０２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５５７ １．５９３９ ０．３６２２ ０．００３５ １．９５９６
２００３ １．３７５７ ０．０６７９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５７１ １．５８７ ０．４０６１ ０．００３６ １．９９６７
２００４ １．３６３１ ０．０６４５ ０．０８８７ ０．０５９５ １．５７５８ ０．４４１８ ０．００３６ ２．０２１２
２００５ １．３３０１ ０．０６１５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６２１ １．５４０６ ０．４６２８ ０．００３４ ２．００６８
２００６ １．３２５１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８８３ ０．０６４５ １．５３６７ ０．５０８７ ０．００３７ ２．０４９１
２００７ １．３０２１ ０．０５６４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６６８ １．５１２７ ０．５５０６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６７１
２００８ １．２１６９ ０．０５７７ ０．０７７５ ０．０６４７ １．４１６８ ０．５８１８ ０．００３８ ２．００２４
２００９ １．２４７３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８１５ ０．０６３４ １．４３９３ ０．６１８３ ０．００４ ２．０６１６
２０１０ １．２５１６ ０．０４６８ ０．０８５５ ０．０６７ １．４５０９ ０．６５７６ ０．００４ ２．１１２５
２０１１ １．１８０４ ０．０４４７ ０．０７７６ ０．０６５４ １．３６８１ ０．６５７２ ０．００４ ２．０２９３
２０１２ １．１８７７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７８７ ０．０８３２ １．３９１５ ０．６６６６ ０．００４ ２．０６２１
２０１３ １．１９４２ ０．０５２４ ０．０８０４ ０．０８８５ １．４１５５ ０．６８６ ０．００４２ ２．１０５７
２０１４ １．１９６３ ０．０４７８ ０．０７９９ ０．０９４９ １．４１８９ ０．７０６１ ０．００４２ ２．１２９２
２０１５ １．１３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８１１ ０．０９９６ １．３５０９ ０．７５１４ ０．００４２ ２．１０６５
２０１６ １．０６３２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８ ０．０９７４ １．２６８２ ０．７８ ０．００４２ ２．０５２４
２０１７ １．１４５２ ０．０４９３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７４５ １．３４２４ ０．７６３４ ０．００４２ ２．１０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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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张家界林地生态盈余，草地、水域、耕地生态赤字动态变化

Ｆｉｇ．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０ ｔｏ ２０１７，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ｌａｎｄ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２．１．３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发展能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间张家界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呈现上升趋势（图 ４），说明了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期间张家界旅游

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可行的，但张家界土地利用倾向于高度利用化石燃料用地和耕地，土地利用分配公平度

较低，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远小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指数［３３］，２０１５ 后多样性指数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张家界

生产消费结构并不是理想状态。 发展能力指数线先升后降。 张家界发展能力波动较大，说明张家界发展具有

不稳定性，这是由于张家界发展高度依赖不稳定的旅游业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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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生态足迹、生态赤字、人均生态足迹、生态赤字和生物生态足迹变化趋势

Ｆｉｇ．３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ａｎｄ ｂｉｏ－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图 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张家界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和发展能力指数动态变化

Ｆｉｇ．４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ｊｉｅ

２．２　 回归结果与分析

２．２．１　 多重相关性诊断与变量投影重要性分析

通过变量之间多重相关性诊断（表 ３），可以看出各自变量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表 ３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ｍａｔｒｉｘ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资源生
产效率

旅游人
口密度

人口城镇
化率

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

第一产业
增加值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第二产业
增加值

第三产业
增加值

资源生产效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１．０００

旅游人口密度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

－０．１７８ １．０００

人口城镇化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０．３９８ －０．１７３ １．０００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ａｒｅａ

－０．８４１ ０．４８３ ０．１５０ １．０００

第一产业增加值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３４８ －０．３４０ －０．３３２ －０．５１１ １．０００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ｄｉｓｐｏｓａｂｌ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 ０．３１７ －０．１５８ －０．７４６ －０．３６８ ０．４６９ １．０００

第二产业增加值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０．５２９ －０．２６３ ０．４８８ ０．０９８ －０．２１７ －０．１６１ １．０００

第三产业增加值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０．８１８ ０．２５３ ０．４６８ ０．８７６ －０．６７１ －０．６４１ ０．２３７ １．０００

５１９７　 ２１ 期 　 　 　 甄翌　 等：旅游城镇化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演变及驱动因素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中，常用变量投影重要性（ＶＩＰ ｊ）来衡量每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 一般而

言，ＶＩＰ ｊ大于 １ 的自变量解释能力强，在 ０．５—１ 之间的比较强，小于 ０．５ 的则不重要。 各驱动因素 ＶＩＰ ｊ结果如

下（表 ４）所示。 可以看出所有自变量的变量投影重要性值都大于 ０．９，说明选取的自变量对生态足迹的变化

有显著影响，均具有较好的解释能力。 变量投影重要性值从到大小依次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

业增加值、城镇化率、 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市建设用地、第一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 同时

我们也利用 ＳＰＳＳ 软件对人均生态足迹及其驱动因子做相关性分析，从相关系数 Ｒ 来看，相关分析结果与变

量投影重要性结果基本一致，驱动力因子与人均生态足迹显著性相关（Ｐ＜０．０１），表明这八个因子对人均生态

足迹影响较大， 且均为正向驱动。

表 ４　 变量投影重要性指标

Ｔａｂｌｅ ４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
配收入

第二产业
增加值

人口城
镇化率

第三产业
增加值

资源生
产效率

城市建设
用地面积

第一产业
增加值

旅游人
口密度

变量投影重要性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ｏ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１．０３３ １．０３０ １．０２８ １．０１１ １．００９ ０．９９４ ０．９５０ ０．９３９

相关系数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０．８４３ ０．８０３ ０．８４１ ０．７８５ ０．７９５ ０．８１７ ０．７４６ ０．７２１

２．２．２　 回归结果与分析

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专业分析软件 ＳＩＭＣＡ⁃Ｐ １１． ５ 构建 ＰＬＳ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Ｒｙ２（ ｃｕｍ）和 Ｑｙ２

（ｃｕｍ）分别反映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预测效果，Ｒｘ２为 ０．９６８，Ｑｙ２为 ０．８２８，说明模型达到了较高的精度，得到

偏最小二乘回归方程为：
ｌｎｅｆ＝ ２３．３１３８＋０．１１１４ｌｎ （ｕｒｔ）＋０．１０３０ｌｎ ｐｉａｖ( ) ＋０．１１１７ｌｎ ｓｉａｖ( ) ＋０．１１２０ｌｎ ｄｉｒ( ) ＋０．１０１８ｌｎ ｔｐｄ( ) ＋０．１０９６ｌｎ ｔｉａｖ( ) ＋

０．１０９３ｌｎ ｒｐｅ( ) ＋０．１０７８ｌｎ ｕｃｌ( ) （８）
按弹性系数的大小排列，回归方程中各变量弹性系数的经济学意义显示，在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条件下，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市建设用地、第一

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等因素增加 １％，生态足迹分别增加 ０． １１２０％、０． １１１７％、０． １１１４％、０． １０９９％、
０．１０９３％、０．１０７８％、０．１０３０％、０．１０１８％。 第三产业理论上对资源的需求量相对较小，产生的废弃物也相对较

少，消耗的能源低于第二产业，附加值相对高于第一产业，是资源能源消耗和生态环境损害较小的产业，但张

家界第三产业对生态足迹的弹性系数略高于第一产业，原因如下：张家界旅游业占据第三产业主导地位，旅游

消费结构中以吃、住、行等硬性消费为主，以 ２０１５ 为例，吃、住、行消费比例高达 ６７．８％，游、购、娱弹性消费比

例较低，由于旅游人群生态消费的高偏好，伴随着旅游人数的提升，游客对张家界特色餐饮，旅游交通、住宿和

购物消费所带来的不可转移生态压力将会越来越严峻。
２．２．３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力演变规律

（１）旅游城镇化阶段划分

参考麻学锋和何颖怡［３４］、马晓龙和金远亮［３５］ 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阶段的划分，并依据诺瑟姆的城

镇化发展阶段划分标准，我们对张家界旅游城镇化进行了阶段划分。 旅游城镇化初级阶段，２００４ 年以前。 城

市基础设施以及旅游配套设施开始大规模建设，旅游产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然而这一阶段，张家界市的

城镇化水平还比较低，农业人口依然占绝对优势，产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旅游提供就业机会有限，此阶段城镇

化率未突破 ３１％；旅游城镇化高级阶段，２００５ 年至今。 随着旅游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分工的细化，城镇产业

结构随旅游业发展调整优化，逐渐向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发展。 城市经济实力大幅度增强，劳动生产率快速提

高，旅游产品的开发及产业链的延伸，加快了空间范围内的产业集聚效应，形成人流、物流、资金流的汇聚，旅
游城镇空间和城镇功能不断拓展，促成了旅游城镇的成长，大批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化水平 ２０１７ 年

达到 ４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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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动态变化

　 Ｆｉｇ． ５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２） 各影响因素动态变化趋势

各影响因素动态变化趋势见图 ５ 和图 ６。 图 ５、图 ６
显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期间，第三产业增加值提升迅速。
旅游城镇化率、旅游人口密度、资源利用效率、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稳步上升。 张家界城市化初级阶段，城
市建设集中于武陵源区和永定区。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

展，在旅游容量的限制下，旅游产业集聚的同时向周边

城镇扩散，因此城市建设用地在 ２０１１ 年后变化比较平

缓。 虽然资源生产率的提高使单位 ＧＤＰ 资源消费降

低，单位产品生态压力减少，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同
时也导致了更多的产品生产，消耗更多的资源、能源，反
而导致生态压力增大，所以在不控制生产总量的情况

下，将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作为应对资源瓶颈，减少生态

足迹的主要措施，对抑制生态足迹的增长并无效果。 人

均收入增加，带来消费的多元化，食物消费比重逐渐降低，消费层次及消费总量提高。 理论上随着人口素质与

环境意识的提高，居民对环境需要减小，但对于旅游驱动型城镇化地区来说，旅游及其相关产业的人力资源整

体素质较低，粗放型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反而会阻碍城镇人口素质的提升，如果没有必要的政策干预，消费增

长、消费模式带来的环境压力将持续增大。

图 ６　 各影响因素动态变化趋势

Ｆｉｇ．６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３） 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足迹驱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

人均生态足迹驱动因素各阶段年平均增长率见表 ５。 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人均生态足迹年增长率是高

级阶段的 ３．８９ 倍。 初级阶段，驱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从大到小排列依次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
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第一产业产值。 在

城镇化的高级阶段，影响因素年平均增长率从大到小排列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产增加值、第一产业产增

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口密度、城镇化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初级阶段人均生态足迹年增长率高于高级阶段的年增长率，最重要的原因是旅游人口密度初级阶段年增

长率远大于高级阶段。 旅游是一种对自然资源高需求、高消耗的生活方式，游客的旅游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

的需求通常远大于旅游城镇化地区居民；初级阶段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带来旅游客流量增多引起旅游餐饮、购
物、交通生态足迹的爆发式增长，生产性生态足迹响应快速增长。 进入旅游城镇化的高级阶段，旅游地发展逐

渐成熟，旅游人口密度增长率相对稳定，旅游人口密度带来的生态压力逐渐小于其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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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因素年平均增长率

Ｔａｂｌｅ ５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ｎｏｎ⁃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ｌ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ａｎｎｕ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人均生
态足迹

城镇化率
旅游人
口密度

第三产业
增加值

建设用
地面积

居民可支
配收入

第二产业
增加值

第一产业
增加值

资源生
产效率

初级阶段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ｓｔａｇｅ １．４０ ５．１９ １９．６８ １３．６８ ４．５１ ６．３９ １７．６ ３．９１ ８．５９

高级阶段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ｓｔａｇｅ ０．３６ ３．５７ ７．０６ １６．２８ ３．４４ ６．５６ １１．９６ １０．１４ ８．５５

　 　 表中数据为年平均增长率

图 ７　 各影响因素的生态足迹驱动指数

Ｆｉｇ．７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ａ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ｉｎｄｅｘ

（４）各因素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指数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驱动指数揭示了不可转移生态

足迹驱动力演变规律。 驱动指数的大小由影响因素的

年平均增长率和弹性系数乘积决定。 各影响因素的生

态足迹驱动指数见图 ７。 从图 ７ 可以看出，旅游城镇化

初级阶段，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驱动力从大到小依

次是第二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
资源生产效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城
市建设用地面积、第一产业产值；旅游城镇化高级阶段，
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驱动力从大到小依次是第三产

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产增加值、第一产业产增加值、资源

生产效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口密度、城
镇化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旅游城镇化初级阶段，第
二产业增加值是三大产业中生态足迹增大的最主要驱

动力，其次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一产业增加值。 进入

旅游城镇化的高级阶段，旅游产业为主导带动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产出效益更高的规模化、现代化发展，
各因子的驱动指数也发生了改变，从大到小依次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产增加值、第一产业产增加值。

３　 结论与建议

（１）本研究沿用了笔者提出的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概念并对其内涵加以延伸，用生产性生态足迹表示不可

转移生态足迹，以期更真实的反映旅游城镇化地区所承受的生态压力，用生产性账户取代消费性账户，即生产

性生物资源账户取代消费性生物资源账户，生产性碳足迹账户取代消费性碳足迹账户。 利用偏最小二乘法构

建足迹与驱动因子之间的回归模型，并通过构建驱动指数模型，比较各驱动因素在城镇化的不同阶段对不可

转移生态足迹变化的贡献。
（２）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动态变化显示：旅游城镇化地区生态足迹、人均生态足迹总体上并不呈“倒 Ｕ

型”变化趋势，而是呈现出平缓增长的动态变化，这是因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快速上升。 由于旅游业对外部市场的高度依赖性，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总量也相应的对外界市场变化产生响

应。 在不控制生产总量的情况下，资源生产效率的提高反而会带来更多不可转移足迹，因此提升产业结构的

同时，对生产总量的控制值得关注。 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并不能抑制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增长，资源输出会

增加旅游城镇化地区生态负担，但部分生物生产性生态足迹可以通过贸易实现跨越地区界限的输送，从而减

少生产总量，降低不可转移生态足迹。
（３）从回归方程可以看出人口因素、经济结构、居民消费、旅游开发、资源和土地利用对旅游城镇化地区

不可转移人均生态足迹有显著影响。 依据弹性系数大小，对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影响由大到小分别为城镇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城镇化率、第三产业增加值、资源生产效率、城市建设用地，第一产业

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 理论上第三产业对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弹性系数应为三产中最小的，但张家界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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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部结构不合理，旅游的高消费性和张家界旅游消费结构的不合理导致旅游主导的第三产业对生态的压

力高于第一产业。
（４）伴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张家界的旅游城镇化发展在不同阶段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初级阶段，旅游产

业集聚形成区位经济极化优势，这一阶段人口城镇化特征突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第二

产业增加值、旅游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高级阶段，旅游业涓滴效应出现，城市经济活动向城市郊区和农

村地区延伸，这一阶段土地城镇化特征突出；不可转移生态足迹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

业产增加值、第一产业产增加值。 可以推断，进入城镇化成熟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生产总量的控制，居
民环保意识的加强，生态足迹达到顶点后会出现平稳下降趋势。

（５）虽然人均不可转移生态足迹增加幅度随着旅游城镇化的发展逐渐缩小，但生态赤字的持续增长对于

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高胁迫性，高度依赖不稳定的旅游业导致城镇发展能力波动较大。 对于旅游城镇化地

区来说，在旅游城镇发展的初级阶段，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控制旅游规模，提高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生产效

率， 改变高能耗结构，培养居民、旅游者生态意识；在旅游城镇发展的高级阶段，控制产业总量，调整第一产业

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培育以旅游引导的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业态，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和质量，通过贸易实现

生物生产性足迹输出对控制不可转移生态足迹的增长，这些措施对提高旅游城镇化地区发展能力会有明显

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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